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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忆昔话往】
亲历沧州一中的勤工俭学

伊继新
    1958年，响应党中央“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沧州一中（当时叫河北省沧县一中，也叫省中）在副校长周永泽和副教导主任杨荫南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勤工俭学活动。全校师生从开荒种稻田开始，陆续开挖了鱼塘，建起了菜园，办起了三酸厂（生产盐酸、硝酸、硫酸）、焦炭厂、电机厂。学生们既在课堂学习书本知识，又参加学工学农的劳动。学校勤工俭学活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中生产的金黄稻谷、鲜活大鱼、新鲜蔬菜和“三酸”、焦炭、水泵、机床、电机、吹风机等机电产品，在1960年全国教育系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校党总支书记李之盈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师生们在勤工俭学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建设祖国的满腔热忱和迎难而上、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充分展示。

    当时，作为高中十二班的学生，我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留校工作后，在校办机电厂任副厂长（主管生产），1962年调离一中。下面是一中勤工俭学中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

粪肥换来稻谷香

    1958年开春，一中师生在市区东北的三里庄北，赵官屯西开垦了500多亩荒地，开挖了纵横贯通的灌渠，及时插种上稻秧之后，学校将稻田的浇水、施肥等管理任务，分配给高年级各班负责。我们高十二班分管的那块稻田有20来亩。

    虽是新开垦的盐碱荒地，因有充足的运河水及时灌溉，加上师生们的精心照料，返青后的稻苗长势很好，远远望去，整个稻田犹如一眼望不到边的碧绿地毯，令人赏心悦目。夏季将至，由于缺少底肥，追肥又跟不上，秧苗开始由绿变黄。同学们课余时间拾了些马粪上到地里也不见起色。大家正为此揪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受到启发。一天上午，当时的校党总支书记云青陪同地委宣传部张润芬副部长去稻田视察，张副部长对云书记说：“前些日我家的绣球花叶子发黄，我在花盆里埋了个臭鸡蛋，没几天叶子就变黑了，看来植物是喜腥的。”我在旁边听了这话，回来立即与同学们商量，如何给稻田加点“腥花”。恰巧一位同学提供，学校北边荒地里刚埋了一匹死马。我们十几位同学兴奋异常，当晚跑去，把死马刨出来拉回学校，在学校东北角肢解后连夜熬成马肉汤，第二天用学生宿舍用的大尿桶抬到地里，随着浇水把马肉汤浇到稻田里。说来神奇，没过几天稻秧逐渐由黄变黑，叶子墨绿光亮，秧苗粗壮喜人。

    马肉汤给稻田追肥效果虽好，但到哪里再去找死马死驴？这时有同学提议，把街上乱跑的野狗拉来煮了，也能代替马肉汤。于是由我们十二班带头，全校迅速掀起一股上街打狗的热潮。大约半月多的功夫，市内街上的野狗几乎被打光。一时间，一中院内东北角那口煮肉的大锅，昼夜不停地煮着狗肉，各班还把狗肉汤与厕所的大粪掺在一起抬到地里“浇稀”，没过多久，整个稻田郁郁葱葱，改变了秧苗弱黄的面貌。

    7月下旬，随着雨季的到来，生长旺盛的秧苗急需加大追肥。我们班十几名同学下课后四处联系肥源，很快在一个大车店联系到一大堆已发酵的马粪。大家如获至宝，借用大车店夜间闲置的胶轮大车，晚饭后装满粪肥，由董宝成（曾是河北省中学生体育十项全能纪录的创造者）、侯振峰（曾任陕西省供销社副主任）和我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个”轮流驾辕，十来位男女同学拉套，平路上一溜小跑，往返六七公里的路程，从傍晚到凌晨，把三车马粪送到稻田。雨季里夜间拉车送粪，不仅路上要淌1000多米齐膝深的雨水，在三里庄前还要过一条3米多宽的水渠，渠上只有被水淹没的两根光杆木头搭的独木桥，粪车过独木桥时，七八个男同学下到齐腰深的水渠里，在大车两侧用手扶着胶轮，一寸一寸从独木桥上蹭过去。夜间摸黑淌水拉车，既累又险，可同学们热情高，干劲足，一路上有说有笑，驱散了疲劳和困倦，每把一车马粪送到地里，心里都充满了愉快的成就感。

    秋分时节，甘甜的运河水，充足的粪肥，精心的管理，换来了稻田的一派丰收景象。多年荒芜盐碱的大片不毛之地，完全换了一幅模样，远看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近看是一颗颗沉甸甸成熟的稻穗。收获后，几十万斤颗粒饱满的稻谷，装满了学校西北角（澡堂）和礼堂一侧的几间仓库。1960年后，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吃“低指标”的时期，这些稻谷成为补充师生营养的“宝贝”。

红红火火的焦炭厂

1958年上半年，一中在市区东南约3公里的煤建公司附近，接收了原沧州钢厂的10座土法炼焦窑。学校委派杜占甫（高十一班学生，曾任一中工会主席）、赵金芳（高十二班学生，曾在市检察院和市郊乡镇工作）和我等几个同学去那里负责，组织指挥每天两个班的学生参加运煤、洗煤、装窑、出窑等劳动。炼焦中掌握火候、疏通火道等技术性较强的活，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同时还要掌管炼焦厂产、供、销的业务。那里有我们自己动手用砖干码的两间没有窗户的临建小屋。我们几个在那里安营扎寨，白天组织指挥同学们分工劳动、处理进煤、销售焦炭等业务，夜间轮流照看炭窑的火候、疏通炭窑的火道，这就是当年一中的校办焦炭厂。

    土法炼焦的技术含量不高，卸煤、运煤、洗煤、装窑、踩窑（每装几十厘米厚的煤，用脚踏板踩实）、出窑都属于简单笨重的体力劳动，加上是露天作业，整天风吹日晒与煤炭打交道，在炭厂参加劳动的男女同学，一天下来，个个汗流浃背，脸上一层煤泥，活像戏台上的“包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参加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不仅没有怨言，而且个个情绪高涨，干劲十足。运煤的同学抬着200来斤的大筐来回奔跑，有些女同学还主动与男生挑战比赛；洗煤的操着几十斤重的煤筛，边洗煤边说笑、唱歌；在窑内踩窑的，喊着号子，脚踏板发出整齐的有节奏的声响。炼焦厂这种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令旁边煤建公司的职工刮目相看，过往行人赞不绝口。

    每到夜晚，10座炼焦窑100多个火眼，喷发着红蓝颜色的火苗，映照着焦窑上冒着的蒸气，形成一大片红彤彤、雾蒙蒙的彩色屏幕，远远望去，生机勃勃、红红火火，成为市郊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

    说起当年焦炭厂我们几个驻厂同学的生活，更是回味无穷。那两间用红砖码的临建小屋，里间作为宿舍，夏天苍蝇碰脸，蚊子叮咬；冬天透风露雪，虽点燃焦炭取暖，晚上还是冻得不敢脱衣服钻被，早晨起来，每人嘴边的胡须和眉毛上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外间是我们做饭的伙房。由于白天组织学生劳动、处理供销业务等十分繁忙，做饭又缺少必要的炊具和必备的主副食品，一日三餐都是一道饭——“尜尜汤”，即把从学校伙房领来的玉米面，用开水一烫，然后攥成橄榄型的面团，在锅里煮熟，吃“尜尜”，喝“尜尜汤”，啃着唯一的一道咸菜块（有时咸菜接不上就嚼盐粒），虽然简单清苦，几个月的时间顿顿重复着这样的饭菜，但吃起来依然狼吞虎咽，有滋有味。繁重的工作忙起来经常忘记洗脸、理发，我们几个人都蓬头垢面，冬天被火烤焦的棉裤棉鞋，露着一块块棉花，偶尔回学校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变成了“流浪汉”，我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在一次搬运锅驼机时，杜占甫同学的右食指整个指甲连肉被撬杠挤掉，流血很多，脸都变黄，他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一天都没休息。学校领导曾多次催促、关照我们改善工作、生活环境，每次都被我们婉言谢绝，几个人无怨无悔，忘记了一切苦累，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炼焦厂的工作中去。

    小山般的优质成品焦炭，展示着同学们忘我劳动的丰硕成果。土炼焦窑一般七至八天出一窑，每窑出焦炭10吨左右，全厂每月生产焦炭近300吨。因质量可靠，价格在全市最低，当时市区和沧县的铸造企业多数都用一中焦炭厂的焦炭。厂子生产正常，销售兴旺，每天拉炭的大小车辆络绎不绝，经济效益也很可观。当时炭厂每月的收入中，仅给学校伙房的固定补贴就有6000元（当时的在校生免收伙食费），剩余的利润全部交给学校，这在60年代初是个不菲的数字，学校领导和师生们皆大欢喜。

机器轰鸣的电机厂

    在敢想敢干的“大跃进”年代，一中师生靠几台旧皮带车床，苦战几十个昼夜，克服了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成能抽水的水泵，这就是白手起家的校办电机厂的雏型。

    随着水泵的批量投产，边生产，边学习技术，边建设发展，到1959年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校办电机厂“滚雪球”式的由小到大，靠自力更生，不仅有了车、钳、铣、铇、钻、磨、冲床等100多台自动、半自动大中小型机械加工设备，而且逐步建起了铸工、锻工、机工、电工、试验室等较完备的配套车间。从自制木型开始，一直到翻砂造型、炼铁浇铸、烘炉锻打、车磨铇铣钻等加工零部件的工序和产品的组装、质量检验、性能测试等，一应俱全。本来安静读书的一中校园内，在大院的西北角竖起了几个大车间，冒出了一个昼夜机器隆隆的电机厂。

    随着厂子规模的不断扩大，留校学生也由原来的几十个人陆续增加到140多人。以这些留校同学为各车间、各工种的骨干，在校各班的学生每周轮流参加各车间的学工劳动。厂子的产品也由原来单一的水泵，逐步试制成电吹风机、C614车床、从0.6到7瓩的系列电动机。后来，电动机和吹风机成为批量生产的主导产品，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月产达到2000瓩以上，经天津市机电站包销，流向津京冀和其他不少省市。

    电机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试制第一台电动机为例，在没有图纸和相关技术资料、缺少设备、更不懂技术的情况下，当时的高中物理老师刘俊松（当时任高十二班的班主任，后任电机厂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带领姬殿魁（高十一班学生）、刘光达（高十一班学生）、李泽禄（高十一班学生）、韩金星（高十三班学生）等几位同学，凭着满腔热情，拆开一台7瓩电动机，从电机的机壳、机盖、定子、转子到机芯内的矽钢片、漆包线，一项项测试、计算，一张张绘制图纸，一个个零部件到兄弟单位求援加工，无数次地组装试车，无数次地失败改进，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师生们个个熬得眼睛红肿吓人，任凭学校领导多次下令休息，谁也不肯退下“火线”。就是用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拼命精神，终于迎来了电机试车成功。随后又无数次派人去天津的电机厂请教取经，索取资料，学习先进技术和工艺，边生产，边学习，边改进，并逐步生产出0.6瓩、1.0瓩等不同型号的电机和质量优良的吹风机，破例被列入了国家计划，由天津市机电站包销（当时沧州属天津市管辖）。当时，一中包括校办电机厂在内的勤工俭学活动，在沧州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小有名气，不断有本地和外地一些学校来参观学习，既培养了人才，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师生们的爱国激情和奉献精神，为学校电机厂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办厂初期留校的几十名同学，多是各班的党员和学生干部，后来留校的100多人是原沧州钢厂合并到一中两个工业班的学生。当时，学校领导动员学生留校时，主要讲的是响应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没提劳动报酬等细节，同学们不顾个人得失，都争先恐后地报名，以被批准留校为荣。经过将近一年的义务劳动，男女同学身上的衣服都沾满油污，可在学校为大家发第一套工作服时，好长时间没有人主动去领。1959年9月份第一次给留校同学发工资，虽经开会动员，几天后仍然没人去领。为此，李之盈书记把我叫到党总支办公室，让我带头把动员同学们领工资作为一次政治任务去完成。尽管当时留校同学按年级和留校时间不同，每月工资仅有二十几元，可同学们没有攀比，更没有怨言，大家一心一意，夜以继日地苦干实干。铸工车间副主任白丰荣脚面被铁水烫烂一大片，铇工张福昌被机器咬断一节手指，钻工张金钟被钻床碰伤手指，他们都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带伤坚持工作。劳动中磕磕碰碰，轻伤不声张、不休息的数不胜数。记得1960年秋，学校为留校的几对大龄同学在学校图书馆举办集体婚礼，典礼时间到了，有的新郎还没到场，操办人只得现到车间去找，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新郎，匆匆参加完简单的婚礼，又跑回车间继续工作，所有新郎新娘都没休过一天婚假。

    有声有色的一中勤工俭学活动，虽然一度出现过重劳动轻学习的偏向，但学生们在劳动实践中也确实受了锤炼，增长了才干，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校办工厂下马，校办厂留校的学生大部分被下放还乡，失去了升学深造和城市工作的机会，多数人都顾全大局，无条件地离去。留下来的少部分同学，分散到沧州的一些企事业和机关单位，不少人都成为那里的骨干力量。

抚今追昔，虽当年热情奔放的青年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古稀之年的鬓白老翁，但50多年前一中勤工俭学活动中的那些感人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虽随着岁月的流逝，时过境迁，但当年母校领导和老师们那种积极向上、倾心育人、与学生同甘共苦的高尚情操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在学校勤工俭学实践中激发出来的爱党爱国、迎难而上、甘愿吃苦、无私奉献的精神，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受益匪浅。从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退下来的鬓斑校友，偶尔相聚，提起学校勤工俭学的往事，人人都感慨万千，争先恐后地倾诉着对往事的美好回忆。说到近几年一中快速发展的巨大变化，更是无比振奋。期待母校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成为校友们的共同心声。
（作者系沧州市人大原副主任）

【专题史料】
一九五九年吴桥县发展养猪的评介

孙恒民  
1959年，吴桥县发展养猪事业、促进农业生产，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并批示，《人民日报》给予报道，中共中央批转了吴桥县的养猪经验。

1991至1992年，我在吴桥县委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主要工作是编写党史。当时，我和同志们商量，要挖掘一下吴桥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争取出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与王其升、薛迎春等同志一起，对1959年吴桥县发展养猪事业进行了研究，搜集资料，查阅档案，历经几个月时间。

    吴桥县发展养猪事业的前后  吴桥县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在“大跃进”时期搞起来的。初起于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现属景县），最后发展到全县。魁星庄生产队是个小队，共41户,189口人，总耕地933亩。沙、碱地较多，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合作化高潮中，全村成立了一个高级社，生产有了发展，社员生活也有了改善，但仍未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1956～1958年三年中，每年粮食总产量在80000斤左右，需要国家供应20000多斤。为了摘掉贫穷帽子，该队决定向土地要粮食。要想多打粮食就得多施肥，可肥源从哪里来呢？这个村的党支部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养猪来解决肥源。1959年该队大干一年翻了身，猪只由公社化前的17头猛增到572头，人均3头多。羊、鸡、大牲畜的数量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畜禽多了，肥多了，粮食产量也上去了，1959年粮食总产达到149800斤，除自给外，还卖给国家15000多斤，农业、畜牧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18171元，增长到64600元，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352元，比1958年增长两倍半，一跃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穷队变成了富队，改变了历年来的贫困面貌。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委畜牧局派人来吴桥，总结了魁星庄的经验，并逐级上报到中央。
    1959年11月15日，中共吴桥县委做出了《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经验的决定》，指出：魁星庄生产队的养猪经验，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是我县高速发展养猪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要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广泛深入地学、赶、超魁星庄生产队的群众运动。社社要订计划，队队要订措施，人人鼓干劲，到处争上游。为了大力发展养猪，县委还要求各公社、管理区对养猪事业都要有专人领导，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除全面把养猪推向高潮外，并要培养出几个更突出的典型。各生产队都要奋发图强，立下雄心大志，在现有基础上，来一个特大的跃进，争取提前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要求……
    《决定》下发后，全县立即掀起了养猪积肥的高潮。为了高举魁星庄生产队这面红旗，天津市委拨出了专款，县委派一名公社书记住到该队具体帮助党支部加强领导，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通过开展以“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发动，继续发展养猪事业。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魁星庄的干部群众越干劲头越大，养猪生产一跃再跃，扩建了两个新养猪场，到1960年1月份，全队猪只已经发展到了700多头。

    这面旗帜树起之后，群情振奋，鼓劲直追，全县各社队的干部、先进人物、饲养员等先后有2万多人到该队开现场会、参观、学习，破除懒汉懦夫思想，确立敢想敢干精神，坚定高速度发展养猪的信心。社与社、队与队、养猪场之间互相挂钩，开展学赶魁星庄队“携手赛”、“红旗赛”，很多社队涌现了魁星庄式的发展养猪生产的标兵。辛庄公社小麻队（现属故城县）与魁星庄队搞“携手赛”，经常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小麻队猪只迅速发展，成为全社学赶魁星庄的标兵队。刘集公社（现属景县）参观魁星庄之后，立即开展群众性的查母猪空怀等“三查全配”活动，使母猪由原来的300 头很快增加到2000多头。很多穷队学赶魁星庄的劲头更足，他们决心走魁星庄的道路，改变贫困面貌。

    为高速发展养猪，县委及各级党组织也注意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一是扩大猪仔来源。总结推广了魁星庄自繁自养的经验，在全县开展了大留母猪和全配满怀高产全活活动；二是勤俭建猪舍。全县有24700名劳动力投入建猪场．许多社队采用土法创造了土暖圈、半阴半阳圈、荆巴拉土墙；三是解决饲料问题。普遍搞了“百亩饲料基地”，利用闲散地垦种饲料，有些养猪场还建立了粉坊、酒坊、醋坊，为发展养猪提供了大批好饲料；四是防止瘟病。注意猪只的越冬管理和猪病防治工作，给病猪、瘦弱仔猪建立了“复康院”，培训了1600多名猪病防疫员，重点建立了畜牧防疫站。

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吴桥县的养猪事业在“大跃进”的影响下飞速发展。到1960年1月10日，全县养猪由1959年11月底的11万头，发展到25万多头，增加一倍多。建立集体养猪场1073个，集体养猪已占总猪数的46%。全县出现了5个一亩一猪队，65个一人一猪队。为此，《河北日报》于1960年1月17日头版头条报道：吴桥县更高举起魁星庄队养猪红旗，一个多月猪只翻一番。
到三年经济困难时，群众都吃不饱，生活极端困难，猪只更是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3月全县共有猪只253845头，到7月即下降到133543头，11月再下降到106640头。由于猪只发展很猛，人们无力饲养，以致出现了大量死猪现象，仅魁星庄队自1959年11月到1960年3月4个月的时间内就死猪367头。尽管“半当整、女当男，一顶十、百顶千，大干60天，人亩一猪保实现”的口号喊得再响亮，全县的猪只发展仍呈下降趋势，最后只得一哄而散。

毛泽东的批示让吴桥县养猪工作成为全国典型  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看到《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养猪经验》一文，给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编者注：魁星庄归属王谦寺人民公社）办法办理。”11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的养猪经验。接着，4日中共中央就下发文件，批转了这个经验，指出：“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17日，《河北日报》也做出报道：魁星庄社员干劲大，养猪生产大放光芒，一人一口猪，缺粮变余粮。不久，天津市委（1958年6月，沧县专区与天津专区合并，称天津专区，同年12月底天津专区又并入天津市，吴桥属天津市）也发出在全市开展学习魁星庄的通知。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吴桥的经验，伴随着“大跃进”步伐，各地的养猪工作不断地放出“卫星”。 
    历史留下的几点思考  吴桥县的养猪运动虽已过去多年，但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一实事求是的评价。我认为，起码有两点应予肯定。
    一是利用养猪积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思路是正确的。通过总结人民公社化前后几年，全县农业生产一直搞不上去的原因，认为要想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必须深挖土地的潜力，要深挖土地的潜力就必须多施肥，“人不吃盐不行，地不上粪不行”，“粪不上、地不壮”，就不能多打粮食。土地要多上肥，就得有肥源，确立养猪解决肥源的思路是不错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头猪，又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二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当时资金不足，他们就自觉集资，如王谦寺公社某管理区总支书冯德振将自己存的50元钱拿出来，魁星庄生产队长张鹤峰把两口棺材料也拿出来用于发展养猪。有了猪，没有猪圈不行，魁星庄生产队几天的功夫就凑了碎砖3l车，木头51根，搭起简易猪棚40多间。一旦发现有了病猪，兽医、村干部、饲养员就搬到猪窝里去住，包圈包猪，昼夜进行抢治等。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的干劲十分可贵，这种精神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今天，依然应发扬光大。

    同时，也留给我们几点启示：

    一是必须掌握适度原则。干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把握好“度”。吴桥县发展养猪业的前期，由于掌握了适度的原则，开展就比较顺利。后来，由于片面强调“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和“反右倾”，导致不顾一切的跃进再跃进，猪只存栏一翻再翻，结果超过了承受能力，遭受了很大损失。

    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力发展养猪，改善人民生活，多积肥多打粮，这本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但是，要与本县本地的具体情况相适应，从本县本地的财力、物力、人力等实际出发。如果脱离实际，一味追求跃进，必定造成损失。如魁星庄在20天内就达到了一人一猪，这就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脱离了物质基础，结果不但养猪没有发展，反而出现大量死猪现象，给群众增加了许多负担。

    三是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通过大力发展养猪一事可以看出，人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没有办好，反而造成了严重损失，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搞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观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经济规律。上世纪50年代人们的干劲确实很足，但是缺乏科学的态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吴桥县发展养猪的始末，也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沧州电大纪委书记）
【本刊特讯】
中央《党史工作简讯》介绍沧州资政工作经验
中央《党史工作简讯》2012年第10期“经验交流”栏目刊载了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创办<鉴政沧州>,打造党史资政“名片”》一文，向全国党史系统推介我市通过办好党史内刊，“形成具有‘品牌’意义的经常性、固定性资政工作系列成果”的经验做法。

去年以来，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创办《鉴政沧州》内刊为有效抓手，围绕“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贴近现实，贴近沧州，注重效果，刊发了一大批具有资政意义的回忆文章和专题文章，不断提高党史资政水平，获得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充分肯定，成为沧州党史工作的新“亮点”，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党史工作的发展。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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